
　　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

张 继 成　杨 宗 辉 Ξ

内容提要 :无论是刑事实体法律规范还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都不具有判定案件事实

是否真实的功能。“法律真实”所陈述的基本内容与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重复 ,

所以“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客观

真实”标准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的有机统一 ,对传统“客观真实说”作一些

必要的限定之后 ,客观真实标准仍然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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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这场学术论战的焦点之一就

是在刑事诉讼证明中到底是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持“法

律真实说”的学者们认为 :“客观真实说”在理论上具有抽象性 ,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主观的

影响 ,实际上往往难以实现 ;在实践上“客观真实说”具有笼统性 ,操作性差等缺陷 ,不能真正解

决诉讼证明中的问题 ,因而提出了“法律真实说”并取而代之。他们并且认为 ,只有“把法律真

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任务和要求 ,把排他性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关于‘客观真实’的

弊端或缺点才能得以克服”。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同

时 ,持“客观真实说”的学者在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进行反驳的同时 ,对传统的“客观真实”证

明标准作了必要限缩和修正。〔1〕

笔者认为 ,“法律真实说”在理论上就无法成立 ,因而建立在法律真实说基础上的排他性证

明也必然产生种种矛盾。本文拟就“法律真实说”的基本观点 ,从法律逻辑的视角 ,对其进行反

思 ,从理论上阐明其错误所在 ,就教于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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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从最近几年发表的论文或著述来看 ,持“法律真实说”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樊崇义 (《客观真实管见》,《中国法学》

2000年第 1期)、锁正杰、吴宏耀、陈永生 (《刑事证据前沿问题研究》,载何家弘主编 :《证据学论坛》第 1卷 ,中国

检察出版社 2000年版 )、何家弘 (《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 6期)、汤维建 (《关于证据

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载何家弘主编 :《证据学论坛》第 1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年版)、陈瑞华 (《刑事诉

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和毕玉谦 (《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9年

版 )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副教授。



一、“法律真实说”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

持“法律真实”观的有些学者从刑事证据的本质特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真理与相

对真理的辨证关系、司法实践的检验等方面对传统的“客观真实说”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分析 ,认为

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 ,“不仅要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 ,更重要的是还要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

影响”,“对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只能达到近似于客观真实 ,而且是越接近客观真实

越具有说服力。那种‘必须’达到或‘一定’要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 ,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 ,在实

务上是有害的 ,更是无法实现的”,“在证据理论研究中所确立的客观真实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 ,普

遍感到原则 ,笼统 ,操作性差。因此 ,公、检、法各机关之间经常因为对客观真实产生歧义 ,乃至互

相扯皮 ,推诿 ,拖延诉讼时限 ,个别案件由于证明标准不统一 ,导致打击不力 ,形成错案”。〔2〕有

些学者则从诉讼认识的相对性 (案件真相暴露的过程性及由此决定的诉讼主体对其认识的过程

性决定了诉讼认识的相对性 ;犯罪主观方面的难以证明性也是导致诉讼认识相对性的原因 ;犯罪

行为本身的诡秘性、犯罪分子对诉讼过程的蓄意妨碍也是导致诉讼认识具有相对性的重要原

因)、诉讼认识过程的复杂性 (观察可能出现误差、记忆的遗漏或模糊、语言表达的不准确性、主观

因素的介入、推理可能出现错误等)、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对发现事实真相的制约性 (实体真实性

规则、正当程序性规则、效率性规则、效益性规则对事实发现的影响)等方面揭示了诉讼认识的相

对性。〔3〕基于上述理由 ,这些学者提出了“法律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 ,目的在于克服和弥补“客

观真实”证明标准给刑事诉讼证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表现出这些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如果“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果真能克服和弥补“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上述种种“弊端”和

“缺陷”,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将会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诉讼制度带来一场划时代的

变革。但是 ,笔者认为 ,“法律真实说”不仅不能克服“客观真实说”的种种弊端 ,而且其自身也存

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其理论体系是难以成立的。

刑事诉讼证明理论中 ,诉讼证明的任务与标准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别的一对概念。

诉讼证明的任务和要求表明 ,通过诉讼所要达到的目标或价值取向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诉讼证

明都是以寻求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为己任 ,都是以给犯罪分子准确定罪、恰当量刑为直接目标 ,

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 ,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终极目标。而诉讼证明的标准所要解决的

问题则是 :判定人们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否真实的标准是什么 ? 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

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客观真实”证明标准认为 ,刑事诉讼证明所要追求

的是客观真实 :当人们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了与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时就是真实

的 ,否则是虚假的 ;判定其是否真实的标准是看人们认识到的案件事实是否与案件的客观实际情

况相符合。因为 ,既然证据是对案件事实的反映 ,因此 ,判定证据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显然只能

是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 (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检验主观

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当然是看其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合 ,离开客观事实 ,主观认识是真是假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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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锁正杰、陈永生 :《论法律真实》,载《诉讼法学研究》第 1卷 ,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版。

樊崇义 :《客观真实管见》,《中国法学》2000年第 1期 ,本文以下引自该文的观点不再注明。



无法判定)。同时 ,“客观真实”证明标准还认为 ,只要证据事实中包含了足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量刑的要件事实 ,证据事实对定罪量刑来说就是充分的。也就是说 ,“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

是由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和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两部分构成的。诉讼证明标准必须包

括判定真实性标准和判定充分性标准两个部分 ,这是法律推理的必然要求 ,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中

的任何一个 ,法律推理都将会出现错误。由此可见 ,诉讼证明任务和诉讼证明标准是不可互换的

两个不同概念 (因为诉讼证明的任务有两个 :证明诉讼证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判定诉讼证明的

标准也有两个 :判定证据真实性的标准和判定证据充分性的标准。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

是不同的概念 ,当然不能互换)。不过 ,在实践应用环节上这两个概念却又紧密相关 ,〔4〕缺少任

何一个 ,另一个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当真实性和充分性同时具备时 ,诉讼证明的任务或

目的才能真正实现 ,才能真正做到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客观真实说”正是在实践应用的环节上

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既然要用“法律真实”证明标准代替“客观真

实”证明标准 ,那么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也必须既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同时也是判定证

据是否充分的标准 ,否则无法取而代之。樊崇义教授认为 :“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

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实现法律真实 ,诉

讼活动只须紧紧围绕实体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在诉讼证明活动中 ,如果为了解决程序

问题 ,其法律真实实现只须紧紧围绕程序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可见 ,在樊教授看来 ,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就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而且由于“法律真实”标准还具有“简明扼

要 ,具体明确 ,可操作性强 ,易于适用”,“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 ,澄清了在运用证据过

程中容易混淆的环节和概念”,“诉讼证明活动就能高效准确地进行”等优点 ,所以用法律真实代

替客观真实就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就应该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笔者认为 ,法律真实标准无法

代替客观真实标准。理由是 :

第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法律真实说不能成立。认识论原理告诉我们 ,有真假之分的只

能是认识、信念、命题、判断、语句等而不是别的 ,认识、信念、命题、判断、语句的真假在于它们

是否与实在、事实、事物、对象等相符合。符合为真 ,不符合为假。由此可见 ,判定认识、信念、

命题、判断、语句真假的标准只能是实在、事实、事物、对象 ,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5〕虽然人

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人们的认识难以达到与客观事实绝对一致 ,但

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客观事实对人们认识的判定作用。因为不是客观事实不能与人的认识完全

符合 ,而是人的认识不能与客观事实完全符合。难道因为人的认识不能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

另外由人重新制定一个标准就能使人的认识与案件事实完全相符合吗 ?“事实是我们拿了没

有办法的。事实是没有法子更改的。所谓修改事实 ,只是使将来与现在或已往异趣而已。事

实总是既成或正在的 ,正在或既成的事实 ,只是如此如彼的现实而已⋯⋯对于事实之‘然’,我

们只有承认与接受 ,除此之外 ,毫无别的办法”。〔6〕“列宁曾经说过 ,图画近似于模特儿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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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6 〕 金岳霖 :《知识论》, 商务印书馆 1983版 ,第 784页。

参见 刘永富 :《论真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 第 5页以下。

参见[德]汉斯·普维庭 :《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37 页。



不等于模特儿 ,因为模特儿是客观存在的 ,而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和人为条件制约的”。〔7〕因

此 ,判定图画与模特儿是否相象的标准只能是模特儿自身 (模特儿的照片只要没有被人为地伪

装或修改也能作为判定标准) ,而不是法律规定或其他由人规定的任何东西。因此 ,判定证据

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依然是客观事实本身 ,依然是客观真实标准。

第二 ,从法律规范的基本功能来看 ,法律真实说不能成立。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告诉我

们 :犯罪构成要件 (具体到刑法分则表现为各罪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

罪、一罪与数罪的法律依据。〔8〕樊教授认为 :“实现法律真实 ,诉讼活动只须紧紧围绕实体法

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在诉讼证明活动中 ,如果为了解决程序问题 ,其法律真实实现只

须紧紧围绕程序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不论

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还是程序法规范都是立法的结果 ,而“立法以价值判断为依据是明显的 ,例

如先有‘因被欺诈或被强迫而向他人转让了财产权的人 ,可请求恢复其财产权’的价值判断 ,然

后才有依据该价值判断制定的‘现在对该财产所有或占有的人必须返还’的规定”。〔9〕换言

之 ,法律规范的实质就是对一定类型的法律事实的价值判断。立法者总是将能满足统治阶级

需要或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行为规定为具有正价值 ,通过其确立的法律规

范予以保护 ;将不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行为规定

为负价值 ,通过其确立的法律规范予以惩罚。刑事实体法规范中的法律构成要件正是衡量行

为事实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轻罪重罪、一罪数最的标准。价值判断没有真假 ,这

是包括休谟、艾耶尔、罗素、卡尔纳普在内的一大批哲学家的共识。〔10〕价值判断只能是判定行

为人的行为是好是坏、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的标准。而证据事实则是对案件的发生、发展

过程基本情况的反映 ,是典型的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才有真假值。价值判断属于价值论范畴 ,

事实判断属于认识论范畴 ,两者的认识对象不同 ,判定标准也就必然不同。我们绝对不能将用

来判定行为是好是坏 ,是合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的标准当作判定证据是真是假的标准 ,反之亦

然。难道因为证据事实中包含有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该证据就可以被认定为真 ? 否则

就被法律认定为假 ? 即便证据事实中有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也不能说它们就是真实的 ,

因为我们即使假定法官是真正相信证据事实中包含有法律构成要件事实 ,而不是主观臆断或

无中生有 ,难道法官相信 (或认为)的“有”就不是“假有”,法官认为的“无”就不会是“假无”吗 ?

“相信为真”和“本身为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信念逻辑告诉我们 :“一个命题无论是真还

是假 ,与它是不是被相信无关。假的命题可能被相信 ,真的命题也可能不被相信。”〔11〕佩雷尔

·021·

法学研究　　　　　　　　　　　　　　　　　　　　　　　　　　　　　2002年第 4期

〔7 〕

〔8 〕

〔9 〕

〔10〕

〔11〕 弓肇祥 :《信念逻辑》,载王雨田主编《现代逻辑科学导引》(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305页。

参阅冯平 :《评价论》,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249页。

[日 ]川岛武宜 :《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44页。

参见苗生明 :《定罪机制导论》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25页以下。何秉松在《犯罪构成系统论》,王勇在

《定罪导论》,冯亚东在《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从他们的论述中没有发现犯罪构成要件或

各罪要件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假的功能。

何家弘 :《“事实”断想》,载《证据学论坛》第 1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8页。何家弘教授引用列宁这

段话是为了说明“‘法律事实’中包含有‘客观事实’的内容 ,但‘法律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因为其中也可能

包含有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内容。”笔者认为 ,将何教授的上段话与列宁的话结合起来可以合理地推出 ,判定法律

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必须是看它是否与客观的案件事实相符合。



曼说过 :“对一个命题的信服可以是因人而异的 ,并且其信服程度也会不同。”〔12〕但是 ,判定一

个命题是否实际为真的标准却只能看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证据反映的对象是案件事

实 ,而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却是法律规定而不是案件事实本身。请问法律规定究竟是如

何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 (例如用法律规定如何判定张君犯罪集团持枪抢劫武汉广场金银首饰

专柜这一犯罪事实是真实可靠的) ?

其实 ,樊教授在将法律规定作为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的同时 ,又承认案件的实际情况

也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因为 ,他认为 :“在证明活动中 ,客观事实向法律事实转化 ,必

须具备四个要件 ,⋯(2)各个证据材料的内容经过排列、组合、分析 ,必须与案件的发生、发展的

过程 ,即案件事实相符合”。既然法律事实是由客观事实转化而来的 ,而且法律事实必须与案

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即案件事实相符合 ,那么 ,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最终标准还是看是否和

案件事实相符合。这样客观真实标准岂不又成为判定法律真实的标准。因为 ,法律事实虽然

是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 ,虽然经过了办案人员的排列组合、分析 ,但它毕竟还是案件事实

的一部分 ,法律事实并没有丧失其自然属性。既然判定全部证据事实的标准是客观真实标准 ,

那么 ,对法律事实的判定标准也必须是客观真实标准。我们不能因为案件事实已经转化成了

法律事实 ,符合法律构成要件 ,就把法律构成要件当成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 ,就认为它是

法律真实。如前所述 ,法律构成要件不具备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功能。

我们知道 ,一个理论体系被另一个理论体系所代替 ,或者因为原来的理论体系是错误的而

被推翻 ,或是因为原来的理论体系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而被新的理论体系所代替。如果

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新的理论体系必须具有包容性 ,即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解决原来的理论

体系所能解决的一切问题 ,克服原来理论体系的一切缺陷 ,而且可以解决原来理论体系所不能

解决的一切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简单方便 ,更容易操作 ,所得结论更正确。例如牛顿的万

有引力定律学说就将伽利略的力学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学说以及惠更斯对摆的研究都包容在

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 ,因而具有了更强的概括力和广泛的适用性。既然法律构成要件根本不

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 ,法律事实本身是否真实还要看是否和案件的客观实际情

况相符合 ,那么怎么能用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标准呢 ? 相反 ,笔者认为 ,客观真实标准本身

包容着樊教授所谓的“法律真实”标准 ,道理很简单 ,因为在刑事诉讼证明过程 (尤其是在刑事

案件的审判阶段)中 ,对定罪量刑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 ,而是符合各罪要件的

法律事实 ,在确证了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将对于定罪量刑没有实质意义的一切案件事实剔之于

法律事实之外是十分必要的 ,确实可以缩小法官查证的范围 ,提高办案的效率 ,简单明了 ,易于

操作 ,但这并没有改变案件事实本身仍然是判定法律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这一客观事实。因

为 ,法律事实无非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件事实 ,法律事实的真实性来自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 ,

案件事实是客观真实的 ,所以法律事实的真实必然是客观的真实。离开案件事实的真实性 ,法

律事实的真实性将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因此 ,不能因为法律事实符合于法律构成要件 ,符

合实体法规定和程序法规定就将它们当作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

既然法律规定或法律构成要件根本就不具备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 ,因此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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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比利时 ]佩雷尔曼 :《逻辑学与修辞学》,许毅力译 ,《哲学译丛》1988年第 4期。



与“真实”这两个概念就根本不能搭配。如果强行将两者搭配在一起 ,就必然违反了客观事物

的内在规律 ,因为 ,“语词的搭配就像语词本身一样 ,述说着人类的理解 ,述说着世界的逻各

斯。”〔13〕所以 ,何家弘教授认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应归

咎于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14〕的看法就不能真正概括两派观点的实质差异。因为 ,至少笔者

认为“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根本就无法成立 ,是一个伪概念———由于法律没有判定证据是否真

实的功能。与此相反 ,“客观真实”则是一个科学概念 ,“客观”与“真实”这两个概念的搭配是一

种正确的搭配 ,因为 ,它表明检验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看它与客观的实际情况

是否相符合 ,而且只有案件事实的客观实际情况才有资格作为判定的标准。正如前面所说的 ,

判断图画是否与模特儿相像的标准只能是模特儿自身 ,将图画与模特儿相对照 ,任何由人规定

的标准都不能作为判断图画是否与模特儿相像的标准。

应当注意的是 ,笔者虽然强调法律没有判定证据事实真实的功能 ,但并不表明追求客观真

实可以不受法律规范的规制。而且恰恰相反 ,证据合法是证据有效的正当性根源。例如 ,如果

超越了法定时效的要求 ,即使证据被确证为真实 ,也可能会因它违反了法定时效要求而常常被

搁置起来 ;如果收集证据过程中有程序违法现象 ,即使证据是真实可靠的 ,也可能会被“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将它隔离于定案证据之外。因此 ,客观真实标准也只能是法律制度框架下的客观

真实标准。但不能因为客观真实标准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就将它称之为法律真实 ,判断证据是

否真实的标准仍然是案件事实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法律规定。

二、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一些基本观点的反驳

第一 ,我们即使假定“法律真实”标准是成立的 ,但也并不像樊教授所说的那样“有了法律

真实的追求目标 ,以法律事实为标准 ,诉讼证明活动就能高效准确地进行”。因为 ,在侦查之

初 ,案件事实的性质还不清楚 ,我们不能因为“客观的纯自然之物 ,各种证据事实 ,其范围相当

广泛”,就只对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进行查证 ,而对其他的案件事实不闻不问 ,这显然

不符合侦察逻辑的基本原理。侦察逻辑告诉我们 ,侦察人员进入现场时 ,不能带有任何成见 ,

只能详细全面地搜集 ,调查各种案件事实 ,对任何一个细节问题也不能放过。搞清案件事实的

发展过程 ,来龙去脉 ,然后在此基础上 ,根据有关的法律构成要件的要求 ,从客观的案件事实中

整理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最后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侦察人员一开始就以法律

构成要件作为侦察工作的行动指南 ,以收集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为任务和目的 ,那他到底

要以哪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呢 ? 即使他选择了一个确定的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标准 (因为

此时案件事实的性质还无法确定 ,因此他或她所选择的这一确定的罪名的构成要件无疑是盲

目的) ,如果案件事实与之不符合 ,那又得选择另一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标准⋯⋯。经过这样

多次折腾 ,犯罪事实的证据可能会因时间过长而消失 ,可能会因犯罪分子的破坏而消失 ,可能

会因为侦查人员固守成规打不开思路而贻误战机等 ,这样的诉讼证明活动何能高效准确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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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何家弘 :《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 6期 。

陈嘉映 :《事物 ,事实 ,论证》,载赵汀阳主编《论证》,辽海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8页 ,第 9页。



行。而且如果办案人员一开始就以犯罪构成要件作为办案的指导思想 ,常常会将并不是犯罪

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对待了。例如 ,经举报 ,某县塑料编织厂承包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该县

审计部门、检察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策研究室 ,对该厂进行了联合调查。检察机关在调

查过程中 ,主要调查了承包人在承包期间违法经营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在侦查终结时 ,作出了

逮捕犯罪嫌疑人 ,提起公诉的决定。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则认为是因为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完

善而出现的问题 ,不是犯罪行为。最后法院的判决结论也认为不是犯罪。可见 ,在侦查阶段就

要求办案人员以法律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标准 ,以法律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追求目标 ,其法律

事实的可靠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它不是从全部的案件事实转化而来的 ,由此得出的判决结

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相反 ,在查清了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法律事实

才是可靠的 ,因为这种法律事实与客观的案件事实相符合 ,然后根据法律构成要件的标准才能

得出可靠的判决结论。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假定这种观点能够成立 ,但当刑事法律规范存在法律漏洞或含糊不清

时 (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的刑事法律中都是必然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构成要件是极不

明确的 ,而行为人的行为又明显构成犯罪 ,法官是如何用犯罪构成要件来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

呢 ? 又是如何用它来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呢 ?

第二 ,笔者认为 ,能使法律真实说可能 (也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成立的恐怕只有推定制

度 (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了。所谓“法律上的推定 ,是依照法律的规定 ,经证明甲事实存

在时 ,可以推定乙事实的存在。乙事实就相当于法律推定的事实。所以 ,前提事实即甲事实经

证明存在时 ,法院就应认定推定事实即乙事实的存在。这样 ,除非证明前提事实的不存在 ,否

则就不需要对推定事实是否存在加以审理。法律上的推定 ,实际上是强制裁判官认定推定事

实的存在 ,与刑事诉讼法所采纳的实体的真实发现主义和自由心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所

以 ,刑事法规上很少有法律上推定的规定。刑事诉讼中也不认为有法律上推定的存在。”〔15〕

既然唯一可能使法律真实说成立的法律推定制度都不能在刑事诉讼中存在 ,那么它就更不会

成为判定案件事实是否具有真实性的标准。退一步来讲 ,即使“很多国家的法律都采用了推定

和拟制的做法。例如我国刑法第 395 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推

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 15条规定的‘公民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 ,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则

属于法律上的拟制” ,〔16〕它也只是将真伪不明的要件事实拟制为存在 ,但并不是将其认定为

实际上存在。〔17〕即把它当作是真的并等于它本身就是真的 ,“把它当作是真的”与“它本身就

是真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我们再退一步 ,即使假定这些推定或拟制

的事实存在 ,它也仅仅只是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特例 (我们知道 ,不论是法律推定还是事实

推定都只是诉讼证明的辅助手段。〔18〕如果对于任何一个个案事实都依靠推定的方式来认定 ,

那么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就荡然无

存了) 。任何特例都不具有普遍性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我们不能将法律制度中的特殊规则当

作整个刑事诉讼证明的普遍规则。否则 ,将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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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阅张继成 :《推定适用的逻辑基础及其条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年第 4期。

〔17〕　前引〔14〕,何家弘文。

刘善春等 :《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 第 278页。



第三 ,对于什么是“法律真实”,这些学者在后来的论述中作了很大的修改 ,认为“所谓法律

真实 ,是指在发现和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 ,必须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 ,在对案

件事实的认识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时 ,即可定罪量刑 ,否则 ,应当宣布被追诉人无罪。所谓法

律要求的标准 ,是指法律认为对事实的认识达到据此可以对被告人定罪的标准 ,这种标准可以

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但不要求是绝对的客观上的真实”。〔19〕由此可见 ,“法律真实”

的证明标准只是判定证据事实对定罪量刑是否充分的标准了。但是判定证据事实是否真实的

标准与判定证据事实是否充分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绝对不能混淆 ,也不能用一个来取代另一

个。否则 ,将从根本上违背法律推理要求前提必须真实、充分、关联的逻辑规则。判定证据事

实是否真实的标准与判定证据事实是否充分的标准之间虽然具有密切联系 ,但在诉讼证明中

不能厚此薄彼 :即不能只要充分性的标准而不要真实性的标准 (“法律真实”说就是企图用判定

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来代替判定证据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 。证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对于构

建一个正确的法律推理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是法律推理能够得出正确结论的两个必要条件。

因为 ,即使证据是真实的 ,但如果对于定罪量刑来说不充分的话 ,则难以保证结论的确定性 ,容

易冤枉好人 ,陷无辜于不义 ;如果只强调证据的充分性而忽视证据的真实性 ,〔20〕那么 ,这样的

法律推理更为可怕 ,原因在于它不重视对证据事实是否真实的考证 ,难免会将真假未定或假证

据 (逻辑上将这种错误称之为“预期理由”和“虚假论据”)作为法律推理的前提 ,其结论的正确

性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法律推理必然成为法官恣意妄为 ,向普通公民施展法律淫威的逻辑

工具、合法外衣。“法律真实说”实际上只是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而不是判定证据是否真

实的标准 ,是不完整的。

第四 ,持“法律真实说”的学者在质疑“客观真实说”时 ,往往认为“客观真实说”坚持以“客

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标准 ,就是要求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追求“绝对真理”,而他们坚持以“法

律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标准 ,就是在诉讼证明中追求“相对真理”。其实 ,这是一个重大的误

解。因为“客观真实”与“绝对真理”是两个有着内在联系但绝不相同的哲学概念。“客观真实”

是指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与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性质或关系相一致 ,这种认识来自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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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持“法律真实”观的学者中就有忽视证据的真实性的倾向 ,例如 ,陈瑞华教授就认为 :“诉讼所蕴涵的认识活动并

没有建立在案件事实真相得到查明的基础上。换言之 ,诉讼所蕴涵的认识活动即使不能最终完全 ,或者并无任

何明确的结果 ,裁判者也必须作出旨在解决争端的法律裁判结论。可以说 ,利益争端的解决 ,诉讼目的的完成 ,

有时完全可以与事实真相是否得到查明毫不相干 ,而直接体现出裁判者对法律的理解和法律价值的选择”;“裁

判者就争端和纠纷的解决所作的裁判结论 ,并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不可”。陈瑞华 :《刑事诉讼

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96页以下。读到这些内容 ,笔者感到毛骨悚然。因为 ,诚然 ,

即使查明了案件事实的真相 ,法官也未必能对法律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能作出正确的法律价值选择。但是 ,如果

法官没有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难道就能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吗 ? 即使法官作出了法律的价值选择 ,这种价值

选择能适用于这种案件事实吗 ? 离开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 ,尤其当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的案件事实不相

符合 ,即使诉讼程序是正当的 ,其判决结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公正的 ;即使在个别情况下获得了一个公正的判

决结论 ,也只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其中并没有必然性。笔者认为 ,陈瑞华教授所说的这种情况只能出现于刑事

诉讼中的无罪判决等个别情形 ;有罪判决绝对不可能建立在案件事实真相没有得到查明的基础之上。在民事诉

讼中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是由于提出诉讼请求的一方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赖以成立的法律事实确实

存在 ,这时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法官径直以这种真伪不明的案件事实判决对方当事人胜诉 ,判决提出

诉讼请求而不能证明使自己的诉讼请求成立的法律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败诉。

前引〔1〕,樊崇义文、锁正杰、吴宏耀、陈永生文。



事物自身 ,这种认识具有具体性、特定性、经验性 ;“真理”则是对客观事物具有的内在规律性的

准确反映 ,它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真理性。“客观真实”虽然包含有“真理”的要素 ,但“客观真

实”并不等同于“绝对真理”。笔者所坚持的“客观真实”标准仍然属于“相对真理”、“相对真实”

的范畴 (有关相对真实的内容 ,两派学者的见解基本相同 ,故不再论述) 。笔者认为 ,对传统的

客观真实标准的缺陷的克服 ,只要将客观真实标准作一必要的限制 ,只要法律构成要件所指称

的证据事实与客观的案件事实相符合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克服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的种种缺

陷。

另外 ,法律真实说的学者经常用概率来说明法律真实的相对性 ,认为“法律真实在一定意

义上是以概率为基础的真实”。笔者对这种表述方法没有异议。但笔者认为这些概率数值并

不是法律真实的概率数值 ,相反 ,这些数值恰恰正是客观真实的数值。因为 ,这些数值只有在

将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案件事实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得出。如果不把我们对案件事实的

认识同案件事实本身相对照 ,80 %或 90 %的概率数值就不具有客观性 ,就不是后验概率而只

能是人们的主观臆测。法律本身是无法给出人们对案件事实认识的客观测度。

第五 ,客观真实说与“任意司法、藐视法律和法治”等严重后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樊教授认为 ,“⋯⋯为了实现客观真实的要求 ,必然在实践中带来藐视法治的严重后果。在这

里 ,仅仅指出一点就够了 :那就是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严重地被违反了。比如 ,有关犯罪嫌

疑人可以辩解的规定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规定 ,办案时限的规定 ,被追诉人取得律师有效辩

护的规定等等。总之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都有可能在发现客观真实的幌

子下被击得粉碎。”〔21〕由此可见 ,在樊教授看来 ,大量的司法腐败和任意司法等丑恶现象的根

源就在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追求客观真实。对此看法笔者实难赞同。因为 ,按照樊教授

的逻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类推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基本消灭了贪污腐

败、卖淫嫖娼、贩毒吸毒等丑恶现象 ,而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却愈演愈烈 ,难道我们能将

其根源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 ,归之于我们大力发展经济 ,归之于我们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吗 ? 这种逻辑显然是荒谬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任意司法和司法腐败等丑恶现象 ,笔者认为

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 ,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尤其没有建立完善

的诉讼法律制度 (包括没有科学的证据制度) ,在于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 ,在于我国的司法

人员素质过低 ,在于我国的司法没有独立 ,行政干预过多 ,在于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

现象等等。这些现象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变 ,那么即使采用法律真实标准 ,樊教授所列举的司法

腐败和任意司法现象同样永远无法根除。因此 ,坚持客观真实标准与司法腐败和任意司法之

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坚持客观真实标准并不是要以违反法律为代价。恰恰相反 ,坚

持 (相对的)客观真实标准是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 ,是以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为目标的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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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引〔1〕,何家弘主编书 ,第 205页。对于这种观点 ,樊崇义教授后来又有所改变 ,“尽管我们不能将司法实践中

存在的案件久拖不决、超期羁押无法根除、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等负面现象都归咎于客观真实观念 ,但就刑事裁判

而言 ,在证据不足的‘罪疑’情形下 ,法庭不愿、不敢径行裁判无罪的畏难心理却与传统理论强调客观真实的证明

标准密切相关。”樊崇义、吴宏耀 :《刑事证明标准的背面 :无罪判决》,《人民法院报》2002年 3月 4日〈法治时代〉

专栏。对于在证据不足的“罪疑”情形下 ,法庭不愿、不敢径行裁判无罪的畏难心理 ,笔者认为如果真的存在一定

的关系 ,也与客观真实标准自身没有必然联系 ,主要由于人们对于客观真实标准的内涵理解有偏差、不全面有直

接关系 ,与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有直接关系。笔者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述。



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离开这个前提 ,放弃这一目标 ,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司法腐败

和任意司法现象的产生都是不可避免的 !

三、排他性证明标准的内在矛盾

(一)对“排它性证明标准”的诘难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所说的“排它性证明的内在矛盾”是指与樊崇义教授所指的“法律真

实”相联系的“排它性证明”的内在矛盾 ,而不是指与“客观真实”相联系的“排它性证明”的内

在矛盾。

樊崇义教授认为 ,“确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 ,即高标准严要求”,

并提出了三点理由。但是 ,从樊教授的论述可以看出 ,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的认识很难达到与

案件客观事实绝对一致 ,客观事实只能是我们追求的宏观目标 ,人们的认识只能接近它 ,而无

法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 ,按照樊教授的逻辑 ,在选择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时应当是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而不是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怀疑的标准。道理很简单 ,既然“刑事案件

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根本无法使之再现 ,重演 ,而且人们去认识它调查它还要受到种种条件的

限制”,那么 ,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就不能保证达到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

因为只有当人的认识达到绝对与客观的案件事实相一致时才能达到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

怀疑的程度 ;反之 ,如果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能达到排除一切矛盾和一切怀疑的程度 ,则

表明人们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经达到了绝对真实的程度 (即主观与客观达到绝对同

一的程度) 。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与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时能排除一

切矛盾 ,排除一切怀疑之间在逻辑上具有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二者可以互推 ,它们根本上就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排除了一切矛盾 ,必然能排除一切怀疑 (包括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

所以 ,笔者认为 ,樊教授提出的法律真实标准与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排它性证

明标准在逻辑上是不能对应的 ,即判定证据充分性的标准高于判定证据真实性的标准 ,以一种

只是接近于案件事实真实情况的证据事实推出一个能排除其它一切可能的结论起码在逻辑上

说是没有必然性的。〔22〕如果要排除一切怀疑 ,当然也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否则 ,就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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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引〔1〕,何家弘主编书 ,第 135页以下。樊教授抛弃了排他性证明标准 ,选择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笔者

对樊教授这种科学求实的治学态度由衷地敬佩 ,同时也说明任何理论的成立都必须符合逻辑。然而 ,令人遗憾

的是 ,锁正杰、陈永生后来又回到了“排他性”标准上。他们认为 :“与排除合理怀疑不同的是 ,虽然我们也认为诉

讼中认识到的事实与已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距的 ,虽然我们也认为现有的证明体系将来有可能被新出现

的证据所打破 ,但在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 ,现有证据内部必须环环相扣 ,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 ,足以

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 ,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审员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 ,而不能满足于仅达到 90 %的可能

性”。笔者认为 : (1)既然承认诉讼中认识到的事实与已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距的 ,就不能排除人们对认

识到的“事实”产生合理怀疑 ,既然人们对认识到的“事实”可以产生合理怀疑 ,就不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2)

既然现有的证明体系将来有可能被新出现的证据所打破 ,那么 ,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 ,现有证据内部就不

可能环环相扣 ,不可能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任何一个能被打破的证明体系在逻辑上都不能称之为严密

的。(3)要求法官和陪审员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 ,必须以他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了与客观的案件事

实完全一致的程度为前提 ,否则 ,这种完全的确信就是一种主观随意。完全确信必须以这些学者所反对的、诉讼

认识中无法达到的“绝对真实”为前提。总之 ,这些学者所坚持的“法律真实”标准与“排他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不

可克服的逻辑矛盾。



排除一切怀疑。既然樊教授认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在实际操作上其规范性难以把握 ,那

么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要求更高的排除一切怀疑 ,排除一切矛盾标准在实际操作上 ,其规

范性就更难以把握了。在一个只具或然性的事实前提的基础上是推不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事

实结论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常识。良好的主观愿望没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为前提是无法实

现的。所以 ,笔者认为 ,樊教授所提出的法律真实标准 (或他所说的诉讼证明的任务和要求)与

排它性证明 (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怀疑 ,是本案的唯一结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

而无逻辑矛盾是任何一个理论、学说成立并具有实践意义的先决条件。因此 ,排他性证明标准

也是无法成立的。

笔者在判定证据真实性的问题上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同时也承认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

一定能达到绝对地与客观的案件事实相符合 ,也就是说不一定都能达到逻辑上、哲学上所说的

真实 ,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最大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 :最起码要求人们对法律构成要件中所

要求查明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必须达到与案件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在判定证据充分性问题上坚

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来自于美国证据法。“美国的证据

法理论和证据立法将证明标准所涉及的程度分为以下几种等级的情形 ,即 :第一等为绝对确

定 ,限于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所致 ,认为该认识程度根本无法实现 ,故此无论出自何种法律目的

均无此等要求 ;第二等即为排除合理怀疑 ,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的要求 ,亦是诉讼上证明

的最高标准 ;第三等为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某些司法区的刑事案件中拒绝保释时 ,以及

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此等要求 ;第四等为优势证据 ,它是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

所要求的 ;第五等为合理根据 ,适用于签发令状 ,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 ,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

和检察官起诉书 ,撤销缓刑和假释 ,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 ;第六等为有理由的相信 ,适用于‘拦

截和搜身’时的要求 ;第七等为有理由的怀疑 ,用于宣布某被告为无罪 ;第八等为怀疑 ,即据此

可以开始行使侦查权 ;第九等为无线索 ,仅据此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23〕可见 ,其证据

充分性的证明标准是与真实性相一致的。既然难以做到绝对真实 ,所以 ,也就没有理由达到排

除一切怀疑的认识程度。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 ,意味着连不合理怀疑

也不存在。由于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是达到了最大可能的接近 ,而不是绝对符合 ,能做到

排除一切怀疑吗 ? 这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法律逻辑告诉我们 ,司法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可

错性 ,很难得出必然的结论。否则 ,世界上就不会有冤、假、错案出现了 ,但这在事实上可能吗 ?

要求法官排除一切矛盾 ,无异于要求法官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而确立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

证明标准 ,正是建立在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最大可能地接近于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 ,排除一

切任意妄想 ,过于敏感机巧 ,仅凭臆测 ,吹毛求疵 ,强词夺理 ,于证言无征 ,故为被告解脱以逃避

刑事责任等不合理怀疑。〔24〕其结论的可靠性就得到有力的证明 ,从证据事实中得出被告无罪

的结论就没有合理理由支持之 (并且其他人有罪的结论也无合理理由支持之 ,排除了其他人有

罪的可能性) ,法官相信或说服法官相信被告有罪才是唯一的结论。

当然 ,确立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并不是否认司法实践中有能排除一切矛盾 ,排除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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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参见李学灯 :《证据比较法研究》,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2年版 ,第 667页。

转引自毕玉谦 :《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26页以下。



怀疑 ,得出唯一结论的个例存在 (这种情况表明绝对的客观真实标准与排他性标准之间具有逻

辑上的相容性) ,例如 ,法官判处被告犯有扰乱法庭秩序罪 ,其结论就是唯一的排除了一切矛盾

和一切怀疑的判决结论。但这毕竟是一种特例 ,它是发生在法官眼皮下的事实 ,法官对此案件

事实的认识达到了客观真实。确立诉讼证明标准 ,必须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证明标准只能是

诉讼证明的最低标准 ,而不是最高标准 ,否则就不具有现实适用性 ,其存在价值也就不大。

(二)对“无罪裁判”证明标准的诘难

在《刑事证明标准的背面 :无罪裁判》一文中 ,樊崇义教授、吴宏耀先生确立了这样几个观

点 :11传统证据理论中 ,客观真实标准不仅是有罪裁判的证明标准 ,而且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应

用于无罪的裁判 ,因而导致了“在证据不足的‘罪疑’情形下 ,法庭不愿、不敢径行裁判无罪的畏

难心理”,在实践上导致了“在一些地方 ,超期羁押仍然比较突出 ,仍有一批超期羁押多年的案

件没有得到解决 ,而且旧的超期羁押问题清理了 ,又出现新的超期羁押 ,变相超期羁押情况也

增多了。”21有罪裁判的证明标准“应当尽可能地贴近客观真实”,无罪裁判的证明标准“只能
是偏离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31“在证据理论上放弃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意义或许主要表现
在无罪裁判方面 ,即必须承认依据背离客观真实的事实作无罪判决的权力”。〔25〕

笔者认为 ,樊教授的第三个观点本身存在着内在矛盾 :既然有罪裁判的证明标准是客观真

实标准 ,无罪裁判的证明标准是偏离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标准 ,这说明这两个证明标准是相互

独立、缺一不可。即使假定笔者承认樊教授所说的客观真实标准不能适用于无罪裁判 ,客观真

实标准也是不能放弃的 ,因为放弃了客观真实标准 ,有罪裁判就无法进行了。因此 ,樊教授认

为“在证据理论上放弃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意义或许主要表现在无罪裁判方面”的观点就是不

能成立的。因为如樊教授所言 ,法律真实标准只能适用于无罪裁判。法律真实标准不能代替

客观真实标准。放弃客观真实标准用法律真实标准取而代之 ,就会造成有罪裁判证明标准的

缺失。

笔者在前面已经说明 ,客观真实标准是由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两个部分组成的

有机整体。在这里笔者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笔者认为 ,诉讼证据中有局部证据和整体证据。

局部证据是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某个要件事实存在的证据 ;整体证据是能够证明犯罪

构成要件的所有要件事实都存在的证据。如果某个局部证据与案件实际情况中与之相对应的

部分相符合 ,这个局部证据就是真实的 ,我们将这种真实称之为局部的客观真实 ;如果整体证

据与案件事实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整体证据就是真实的 ,我们将这种真实称之为整体的客观真

实。如果整体证据达到了整体客观真实的程度 ,就说明法官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已经

达到了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整体客观真实意味着依据这样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作

出有罪裁判是充分的。如果法官所认定的证据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假的 ,或者只知道有些

证据是真实的而另外一些证据 (在穷尽了一切认识资料 ,用尽了一切合法的调查程序和手段 ,

法庭辩论已经结束而心证不足的状况仍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的真假无法确定 ,就说明这种证据

只是局部客观真实的证据 ,就说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没有达到完全心证的程度、存在合理

怀疑 ,这种证据对作出有罪裁判是不充分的。如果所有证据都是虚假的 ,就说明法官运用这种

·821·

法学研究　　　　　　　　　　　　　　　　　　　　　　　　　　　　　2002年第 4期

〔25〕 樊崇义、吴宏耀 :《刑事证明标准的背面 :无罪判决》,《人民法院报》2002年 3月 4日《法治时代》专栏。



证据对被告人作出无罪裁判是充分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认为只有以真实并且充分的证据对

被告人作出有罪裁判才是唯一正确的判决结论。而只有整体客观真实对于作出有罪裁判才是

既真实又充分的 ,因此 ,也只有以具有整体客观真实的证据才能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裁判。其他

一切情况都是作出无罪裁判的充分条件。

因此 ,认为客观真实标准对无罪裁判不适用的观点是错误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要求当

被告人确确实实无罪时一定要作出无罪裁决。当证据没有达到整体客观真实 ,法官对案件事

实是否存在存有合理怀疑时 ,同样也必须作出无罪裁判。因为 ,刑事审判推理是一个非黑即白

的二选一推理 ,既然客观真实标准规定只有当证据既真实又充分 (整体真实)才能作出有罪裁

判 ,因此 ,对于那些证据不足的罪疑情形以及证据虚假的情形 ,法官必须断然作出无罪裁判的

选择。司法实践中即使出现了在证据不足的罪疑情形下 ,法庭不愿、不敢径行裁判无罪的畏难

心理并因此导致了超期羁押的不良现象 ,这也与客观真实标准无关 ,这只能表明它与法官对刑

诉法第 162条第 3项规定的理解有偏差有关。

因此 ,认为客观真实标准过于抽象 ,笼统 ,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观点同样是不成立的。如前

所述 ,证据分为局部证据和整体证据。如果某个局部证据和与案件实际情况相对应的部分相

符合 ,这个局部证据就是真实的 ,这种真实就是局部客观真实 ;如果整体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实

际情况相符合 ,这种真实就是整体客观真实。依据具有整体客观真实属性的证据就可以作出

有罪裁判 ,依据具有局部客观真实的证据或完全虚假的证据都只能作出无罪裁判。在这种理

论指导下 ,客观真实标准非常具体、明确、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四、结　论

第一 ,“法律真实说”不能成立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伪概念。因为不论刑事实

体法律规范还是程序法律规范都没有作为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功能 ,所以 ,所有的法律真实说

论者都无法证明法律规范是如何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他们所说法律真实标准只是判定证据

是否充分的标准 ,但这一内容已为客观真实标准所包容。而客观真实说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

的标准和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的有机整体 ,因此 ,法律真实标准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 ,“客观真实说”的科学性在于 : (1)它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标准和判定证据是否充分

标准的集合体。它认为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标准只能是案件事实本身 ,局部证据是否真实 ,要

看它与局部案件事实相符合 ,整体证据是否真实要看它与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证明清楚的那

部分案件事实相符合。它认为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是一种

相对客观真实标准。其中 ,有罪裁判的判定标准是 :如果法官认定为真的证据包含了犯罪构成

要件所要求的所有内容 ,这种证据达到了整体客观真实 ,就可以对被告作出有罪裁判。无罪裁

判的标准是 :如果法官认定证据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 ,法官就可以径直作出无罪裁判 ;如

果法官已经尽力 ,认为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仍然无法使案件的真实情况得以明朗 ,案件事实仍

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法官认为无法据此证据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证 ,法官也应断然作出无罪

裁判。(2)它强调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必须以案件事实为基础 ,必须摈除主观臆测 ,而且它在理

论意义上承认案件事实是可知的 ,要求刑事诉讼应当以发现案件事实为基本目标。(3)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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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客观真实 (相对的)必须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也就是说 ,只有在遵守法律规定基础上

得出的案件事实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事实基础 ,因此 ,这种客观真实是在法律制度框架下的客

观真实。这种理论充分体现了“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

第三 ,坚持客观真实标准的意义。(1)坚持客观真实标准使刑事判决的正当性具有坚实的

客观基础。如前所述 ,无论是有罪裁判还是无罪裁判 ,法官都是在客观真实标准的制度下作出

的。有罪裁判是在法官通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整体客观真实 (符合犯罪构成

要件)的程度时作出的 ,法官对作出被告有罪已经形成了完全的心证 ;无罪裁判是在法官通过

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已经达到完全确信被告无罪的情况下作出的 ,或者在法官已经尽力 ,已

经用尽所有证据材料和合法的诉讼程序 ,他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下作

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被告作出无罪裁判才最符合客观真实标准。因此 ,客观真实标准是“以

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这一标准容易为普

通百姓接受。(2)客观真实标准是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实施的 ,因此 ,它在正义原则与效

率原则之间保持了恰当的平衡 ,有效地兼顾了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3)坚持客观真实标准可

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诉讼当事人和法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客观真实标准要求法官只有在

证据确实、充分、合法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完全心证 ,因此 ,在当今日益淡化法官调查取证职能的

制度下 ,可以充分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 ,促使它们努力为法官形成内心确信提供确实充分

的证据。同时 ,客观真实标准承认案件事实的可知性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对判决结论

有决定意义。一个善良法官要作出一个正确的判决结论 ,就必须调动他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他

的聪明才智 ,使他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中最大限度的追求接近案件实际情况的事实。

Abstract :Neither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 nor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the function of deter2
mining the fact of the case. The“legal t ruth”standard has the same content as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evidence is sufficient . Therefore ,“legal t ruth”as a standard of proof cannot

hold water and the concept of“legal t ruth”is a pseudo - concept . The standard of“objective

truth”is an organic unity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t rue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sufficient . The doctrine of“objective truth”, subjected some necessary limitations ,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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